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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害者到反抗者：新媒體賦權視角下的同妻虛擬社區研究

——以百度同妻吧為研究對象

一、選題簡介

同妻即男同性戀的妻子。雖然在近年來並無同妻群體具體數量的統計數據，

但是根據張北川（2012）的估算，中國同妻群體的數量大致已達到 1600萬1，現

時中國關於同妻的研究所援引的也大多是這一數據。在當下，同妻面臨著性健康

問題、親密伴侶暴力、心理健康問題、對婚姻的不滿等多重困境（Wang, Wilson,
Chen, Hu, Peng & Xu, 2020）。隨著社會觀念的進步，儘管同妻群體的困境被越

來越多人所關注，此前失語的境況被逐漸打破；但是公眾視野中對於同妻的再現

大多來自主流媒體，同妻自身的話語權仍舊處於缺失狀態。這也導致主流媒體對

於同妻的再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偏見與刻板印象，存在將同妻「他者化」的傾向。

例如陳官鈞（2018）指出，中國新聞媒體對同妻的報道往往以消極與弱勢的基調

為主，傾向於將同妻建構為被社會主流文化所排斥或邊緣化的弱勢群體。

伴隨 web2.0時代的到來，新媒體技術的進步使普通人也擁有了通過互聯網

直接參與媒介信息生產的權力。虛擬社區的產生為弱勢群體與邊緣化群體提供了

更多聚集發聲的途徑，使他們在話語上能夠得到權力和能力的提升（丁未，2009）。
普通人擁有了對於內容生產越來越多的控制權，並在參與和互動中實現了自我賦

權（岳改玲，2010）。在中國內地的互聯網環境中，百度貼吧、豆瓣小組等公開

的虛擬社區都成為網民直接參與公共討論的場所。從這一視角來看，得益於虛擬

社區的發展，同妻群體也越來越多地通過在線互動的方式聯結在一起，嘗試以發

帖的方式直接表達自己的困境，並且與同為同妻的網友形成互助關係，產生一種

身份的聚合。在社群建設上，同妻的虛擬社區業已日趨完善，例如百度同妻吧中

將帖子分為了「同妻心聲」、「法律普及」、「防艾宣傳」、「媒體報道」、「揭

發騙子」等多個不同的板塊，每日都擁有較高的用戶活躍度。

筆者遍覽了當前關於中國同妻群體研究的文章後發現，對於同妻虛擬社區的

關注相對較少。故本文將嘗試從新媒體賦權的視角出發，以同妻虛擬社區中的百

度同妻吧作為研究對象，對其中用戶生產的文本展開分析。基於此，筆者瀏覽並

整合了百度同妻吧中部分討論度較高的用戶發帖，挑選出其中較為典型的文本來

探討與當下中國同妻群體相關的一系列議題。

二、受害者使他人受害：同妻現象的成因與同妻群體的困境

在當今中國，同妻這一群體的產生與社會的性別文化息息相關。從根源上看，

異性婚姻制度霸權下同性婚姻的不合法與中國傳統觀念中對傳宗接代的重視共

同造成了同妻的困境。在當下，政府意志與社會輿論都仍然對同性戀持有一種矛

1 張北川 2012年在其個人博客發佈了《關於“同妻”人口數量等的估測》一文。其中提到：國際及中國的多
項調查表明，成年男性的 2%—5%有同性愛傾向，其平均值為 3.5%。根據中國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後
公佈的人口數據估測，中國 15歲及以上年齡組的男性人口中這種男子的人數約 1146萬-2865萬，平均值約

2000萬（2005.5萬）。在此基礎上，張北川根據自己對男男性行為者的數次調查，估測這類未婚男子中約
80%遲早結婚；因此根據總數與比例可以推算出同妻的數量大約達到 1600萬人，保守估計亦超過 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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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觀點。尤其是中老年群體，普遍對同性戀的認識非常有限且帶有偏見，故而

導致中國的同性戀群體在出櫃時面臨較大的困難（Bie & Tang, 2016）。因此，

在社會的結構性壓力之下，就有男同性戀為了掩飾自己的性取向而選擇與異性戀

女性結婚，並以社會的歧視與壓迫作為「擋箭牌」來合理化這一行為，將自己與

女性結婚描述為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從而減輕自己的道德壓力，在遭受道

德指責時為自己脫罪。正如貼吧中有網友如是分析部分男同性戀選擇結婚時的心

理：「他們認為既然國內同性婚姻不合法，那麼與異性結婚就是別無選擇。認為

既然自己被歧視了，那麼利用女人遮羞就是情有可原。」因此從這一視角來看，

選擇結婚的男同性戀體現了一種身份的複雜性與矛盾性——他們既是異性戀霸

權的受害者，又轉而將新的壓迫施加在異性戀女性身上，形成了一種 Sun（1991）
所提到的受害者使他人受害（victim-victimization）的因果鏈。

而社會文化對不同性別的同性戀群體的影響亦有分別。在中國的語境中，相

比女性，男性往往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需要更多地承擔起一個家庭傳宗接代、延

續香火的職責，因而生育成為男同性戀群體步入婚姻的重要理由之一。貼吧中有

網友提到：「很多都是在生完孩子之後性格大變，因為催婚和生小孩是家里的任

務，完成任務了，該放鬆了。」究其原因，雖然當代中國受到西方現代性思潮的

影響，但傳統文化中的「家本位」意識仍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景軍、王晨陽&
張玉萍，2014）。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地區，人們幾乎從一降生就生活在「生存

繁衍原則」的邏輯當中，家庭的傳承和興旺發達成為人一生的主要目的（李銀河、

陳俊傑，1993）。加之近年來「三胎政策」2在中國的正式推行，鼓勵生育更是

被上升到國家意志的層面。在多重因素的交織之下，同性戀往往在婚姻和生育上

面臨家庭倫理與自由意志之間的兩難選擇，其中就有部分男同性戀屈從於家庭的

壓力而選擇與異性結婚生子，從而進入傳統觀念中的「正軌」。對於男同性戀而

言，在與女性的婚姻中，所有的性與愛都是一種在傳統觀念與社會壓力之下的性

別表演。他們內化了社會文化中對異性婚姻與傳宗接代的過度強調，竭力扮演傳

統異性婚姻中丈夫與父親的角色，進而完成社會既有的性別角色期待。

與此相對的，是同妻對自己妻子身份與母親身份的懷疑與詰問。在傳統社會

中，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情慾向來是被壓抑與忽略的。但是隨著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婚姻正在逐漸脫離原先被人為附加的社會屬性，愛情

與性成為現代婚姻中的重要主題（王晴鋒，2011）。然而在與男同性戀者的婚姻

中，女性作為妻子卻無法在性與愛上獲得愉悅與滿足，而是成為了維護傳統家族

觀念的犧牲品，性愛也在婚姻中淪為生育的工具。例如有同妻在談到自己與丈夫

的性生活時表示：自己與丈夫在孩子出生後，「18個月了，期間就 3次，還都

是我要求的」。在論及丈夫的具體表現時也有同妻如是說：「很抗拒性生活，幾

乎不碰我，找各種理由推脫」；「不會親吻，都是閉緊眼睛和嘴，幾乎不會主動

抱我」等。不難發現，男同性戀騙婚的行為衝擊了現代婚姻中性與愛情的基礎，

2 又稱三孩政策，是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而實行的一種計劃生育政策。2021年 5月 31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並指出：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
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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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結構上強化了女性的受壓迫地位。此外，也有部分同妻在孩子出生後發現

丈夫的同性戀身份，對自己的母職身份產生了愧疚與自責：「晚上默默流淚，看

自己剛幾歲的孩子，他們完全是被騙的。」在西方語境中，母職悖論主要表現為

平等還是差異、壓迫還是賦權的爭論；但是在中國則更多表現在家庭與個體的矛

盾，也即以孩子為中心還是以女性自我追求為中心的兩難抉擇（吳小英，2021）。
在完成生育的情況下，離婚勢必對孩子的成長造成負面影響乃至產生撫養權的爭

奪；因而孩子成為了捆綁婚姻的枷鎖，使同妻在倫理上面臨巨大的困境。

三、女性幫助女性：同妻群體對現實困境的反抗

作為社會的邊緣群體，得益於虛擬社區的發展，分佈在不同地域的同妻得以

形成了一種聚合。Howard（1993）認為，虛擬社區是由一定數量的人通過長期

互動交流並且積累足夠的感情後形成的，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如同對待友人一般彼

此關懷。結合現實情況來看，尤其對相對處於弱勢、長期在公共領域中失語的社

會群體而言，虛擬社區所具備的跨越空間與匿名性的特點能夠將同類的人群有效

地聚合在一起，讓他們藉由互聯網平台提升自己的話語權，並形成一種群體內部

的社會支持。因此，與傳統媒體報道中的建構不同，同妻群體在虛擬社區中所展

現出的業已不再局限於以受害者為主的負面形象，而是在認清自己的境況後積極

採取行動，向當下面臨的困境發起挑戰，呈現出更加多元的群體形象。

作為男同性戀騙婚行為的受害者，同妻自身也遭遇來自社會的偏見與忽視，

而虛擬社區的互動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同妻社會支持的缺失。有研究結果顯示，九

成的同妻會隱瞞自己的同妻身份，八成的同妻有過自殺的念頭，但他們卻沒有得

到足夠的社會支持（Li et al., 2021）。同妻群體普遍擔心暴露自己丈夫是同性戀

的事實而遭致社會輿論的歧視，故而離婚對於同妻群體而言需要背負極大的心理

負擔（劉冬、唐魁玉，2014）。也有部分同妻的父母秉承傳統的父權思想，認為

離婚會導致她們被排斥在婚姻市場之外，也會損傷家庭的名譽，因而反對離婚

（Zhou, Xie & Song, 2021）。同妻身份的敏感導致她們常常有苦難言，成为了婚

姻生活中的孤岛，缺乏一種社会互动中的情感資源；而虛擬社區則通過一種互動

儀式的建構幫助同妻獲得了情感能量（劉冬，2014）。具體來看，在貼吧的互動

中，同妻群體之間會積極分享自己離婚成功後心態的轉變，鼓勵其他同妻拒絕社

會的偏見，盡早離婚。例如有一位同妻在貼吧中發佈了主題為「早發現早離婚早

解脫」的帖子，詳細記述了自己從發現丈夫性取向到完成離婚的心路歷程，也鼓

勵吧內的其他同妻「儘早脫離，你會發現自由的空氣很香甜」；「不要害怕發聲，

成為同妻不是我們的錯，我們更應該告訴社會有這個群體的存在，避免更多無辜

的女性上當受騙」。由此可見，虛擬社區的存在為分佈在全國各地的同妻提供了

一種群體內部的情感支持。基於一種共享的個體經歷與情感體驗，同妻群體得以

在虛擬社區中形成一種共屬一體的情感想象，並實現了情感的自我表達與相互勸

慰，從而共同對抗來自社會外部的偏見、歧視與負面形象的建構。

對於同妻群體而言，從確認身份到走出困境面臨著多重的阻礙。除去克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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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負擔外，也時常面對法律層面上的糾纏。貼吧中有用戶提到：「既然官方不承

認我們國家有 txl3存在，那自然同妻也相當於不存在了」；「官方默許同性戀與

異性結婚，默認同直婚姻4的合法。」由於官方對同性戀群體態度的曖昧與模糊，

在相關法律中自然也缺乏對於「同直婚姻」這一情形的規定。舉例而言，在同妻

的離婚訴訟中，由於男同性戀行為的隱蔽性，同妻有時難以取得可以用於證明配

偶性取向的關鍵性證據，且當前的立法中關於同妻的離婚理由與離婚損害賠償存

在一定的空白；加之在現行法律中，丈夫的性取向並不能構成直接判決離婚的理

由，故同妻的權益往往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張健、王龍龍，2013）。因此，貼

吧內的「法律普及」專欄中就有用戶自發收集與同妻離婚相關的法律案例供所有

同妻參考，也有用戶帶頭發聲反抗官方在同妻議題上的失語，呼籲為「同性戀騙

婚」這一行為設立相關法律，從而試圖推動社會制度的變革。從本質上看，同妻

在法律層面所遭遇的困境實則是同性戀群體在官方話語中邊緣化的折射。由於官

方不認可同性戀群體的存在，法律中也就不承認「同性戀騙婚」這一說法，同妻

由此在社會中成為了「邊緣之外的邊緣」。

但是從貼吧內的互動來看，同妻群體呈現出的形象正在逐漸從傳統媒體報道

中弱勢消極的受害者轉向積極的反抗者。她們對自己的邊緣地位有清晰的認知，

同時也正在嘗試通過虛擬社區聯結起来主動發聲、相互幫助，向異性戀霸權與父

權制話語下的道德和法律框架發起挑戰，從而改變自己當下的困境。

四、內化的異性戀霸權：同性戀與雙性戀群體的污名化

同妻這一群體自身其實也體現出一定的矛盾之處——她們作為異性戀霸權

之下的受害者，但是卻內化了其中對異性戀唯一合法地位的強調，反過來對同性

戀與雙性戀群體施加污名，又在無形中再次鞏固了異性戀在社會中的權威地位。

Goffman（2009）認為，污名即是某個令人丟臉的特征。具體而言，也即社會對

群體貼上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籤。詹海波（2016）關於同妻的研究中已經提到，

部分同妻在發現丈夫的同性戀身份後，會主動對丈夫施加污名來為自己除污。這

種污名可以被視作同妻主動採取的一種具有報復性色彩的策略。但是本文更想探

討的是一種並非下意識的污名，即同妻由於自身的遭遇，對整個同性戀群體與雙

性戀群體產生了一種以偏概全的誤解與刻板印象，進而在無意間將一些負面的標

籤賦予同性戀與雙性戀群體，強化了社會中既有的污名。

由於部分男同性戀的騙婚行為使同妻群體蒙受了巨大的傷害，整個男同性戀

群體也反過來面臨著同妻乃至社會的污名，這種污名主要體現在將同性戀視為精

神疾病以及將男同性戀與艾滋病劃上等號。儘管中國已經在 2001 年發佈的《中

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中將同性戀從精神障礙診斷標準中去除，但

是有許多同妻仍然懷著仇視的心態將同性戀視為一種疾病，例如有用戶提到「基

佬就是變態啊，就是一種治不好的精神病啊」；「基佬以前被定義為疾病，因為

3 同性戀一詞的漢語拼音縮寫，網友在線上交流時有時會使用縮寫來代替詞語本身。
4 即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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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不好，出於人道主義，把同性戀從疾病這一項中去除了」等等。Sontag（1990）
指出，艾滋病曾經在美國不仅被认为是性放纵與性倒错带来的一种疾病，甚至一

度被建構為男同性戀群體的特有疾病。這種認知在當今中國的公共衛生話語中依

然存在，男同性戀仍舊被貼上乱交與艾滋病高危群體的標籤，艾滋病被作為區分

男同性戀與異性戀男性的標誌之一，男同性戀群體由此被施加了一種結構性的污

名（孫志鵬，2016）。這種污名有明確的歷史脈絡可尋。根據張大慶（1995）對

艾滋病發展歷程的總結來看，由於美國疾控中心最初發現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同

性戀，所以艾滋病曾經在美國的醫學話語中被直接命名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

症」（gay-related immunodeficiency, GRID），亦有人稱之為「同性戀瘟疫」（gay
plague）。後來隨世界範圍內研究的深入，人們才逐漸發現艾滋病患者並非僅限

於同性戀者。而貼吧中較為常見的一種污名就是遵循這種歷史中存在的刻板印象，

給男同性戀貼上性生活混亂、性病頻發的標籤。例如有網友提到「艾滋梅毒也許

是基佬病，夜總會小姐得病的很少」；「10個基佬九個艾滋」；「不信可以到

HIV貼吧看看,那裡面全是基佬」等等。同妻群體的在線交流中體現了這種對男

同性戀群體普遍的偏見，將艾滋病視為一種男同性戀群體中幾乎人人都有的疾病，

認為男同性戀「感染艾滋病是早晚的事」。事實上，儘管男同性戀確實是艾滋病

的易感人群，但中國衛健委 2018年的數據表明，異性之間的性傳播仍是艾滋病

傳播的絕對主力5。由此可見，男同性戀與艾滋病無法直接劃上等號，將艾滋病

視為男同性戀的特有疾病無疑是一種污名的表現。

更進一步來看，隱匿在同妻群體與同性戀群體之下間接承受污名的還有更加

邊緣化的雙性戀群體。從貼吧內同妻之間的互動中可以發現，雙性戀常常成為男

同性戀騙婚被發現後為自己辯解與開脫的策略，而同妻群體在遭受傷害後往往會

強化對雙性戀群體的誤解。有同妻質疑世界根本上不存在雙性戀這一性取向，稱

「只有異性戀和同性戀兩種，一個異性戀的男人是不會說自己是雙性戀的，只有

同性戀才會為了掩飾自己同性戀的身份說自己是雙性戀」；「一群同性戀在這忽

悠讓同妻認為真有雙性戀，惡心的攪屎棍」等等。這種偏見在 Song, Xie, Zhou &
Chatterjee（2022）對同妻的訪談中也得到了類似的體現。這無疑進一步固化了大

眾認知中的性取向二元體系。與部分同妻對同性戀的態度類似，有同妻認為雙性

戀與同性戀一樣都是一種非正常的情慾狀態，將其視為一種關乎性取向的心理疾

病並發帖詢問：「有沒有老公是雙性戀，後來通過心理治療變正常的？」由於雙

性戀認同無法以現有的二分性認同結構來解釋，本就常引發不信任（Ault，1996），
也因而不被肯定為一種獨立的身份，常被加以性放任的污名（陳素秋，2015）。

男同性戀以雙性戀作為騙婚藉口無疑掩蓋了社會中真實雙性戀群體的困境，性取

向的二元框架與單性戀霸權也在無形中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當然，值得留意的是，

僅憑同妻在貼吧內的互動文本，或許並不足以判斷是否存在她們丈夫的性取向確

實是雙性戀的可能。但無論如何，在妻子掌握丈夫對婚姻不忠的明確證據後，即

5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於2018年 11月 23日舉辦的介紹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進展的新聞發佈會中指出：2017
年報告感染者中經異性傳播占比為 69.6%，男性同性傳播為 25.5%。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
友表示，從全球來看，性傳播是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傳播方式，特別是異性性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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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丈夫在性取向上確為雙性戀，其遭受譴責的原因也應是婚內越軌的行為，而非

雙性戀身份本身。

五、自願成為同妻？：「同直婚姻」的價值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貼吧內的同妻作為受害者，大多對「同直婚姻」抱持激烈的

反對態度，似乎掩蓋了對「同直婚姻」可能存在的價值的討論，也打壓了同妻群

體中自願作為同妻的聲音。從實踐來看，「同直婚姻」的價值其實尚有討論的餘

地。如 Cheng（2016）所提到，「同直婚姻」其實並非完全不合乎道德，在這一

議題的探討中，相較夫妻的性取向而言，更為重要的是知情同意。正如電影《喜

宴》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相互知情的情況下結成了一場合作性質的「同直婚姻」。

這樣各取所需的婚姻關係似乎無可指摘，而具有道德爭議的是其中是否存在欺騙。

這種爭議的背後更多涉及的是婚姻倫理問題，而非性取向的問題。在 Zhou et al.
（2021）與 Zhu（2018）的研究中都有提及，不乏有同妻認為自己此前與同性戀

丈夫的生活是幸福的，所以即使在得知丈夫的性取向後也仍然願意以開放性的關

係一起生活。但是在貼吧的討論中，較為主流的聲音似乎認為，無論主觀意願如

何，同妻在知道丈夫性取向後仍然願意維繫婚姻關係是一種自欺欺人、執迷不悟

的行為。對於主動希望成為同妻來維持形式婚姻的女性，貼吧內大多數同妻也都

對其加以批評，認為自願與同性戀結婚的女性都是不理智、不成熟的。例如有同

妻發帖表示：「看抖音短視頻下好多女孩子說想當同妻。覺得自由，不用天天被

催婚。各過各的挺好的。我真的要氣死了！對這種洗白同妻的要怎麼辦。還有他

們都不了解同妻就很嚮往。真的不知道怎麼叫醒他們！！！氣死了！」儘管跟帖

中不乏對這種合作婚姻的理性討論，但是仍然有很多同妻對擁有這種想法的女性

大加批判，認為她們只是缺乏社會經驗，一旦結婚必定追悔莫及。

這種激進態度的形成或許與貼吧中同妻的集體訴求有關。在同妻期望以虛擬

社區的集體發聲來加強社會對同妻群體的關注乃至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自願

進入或自願維繫「同直婚姻」的女性無疑與大多數同妻發聲的目的背道而馳。同

妻吧吧主也曾經發帖指出，同妻內部不夠團結也是同妻困境遭到官方與大眾忽視

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表達集體訴求時需要先統一內部的聲音。這種矛盾在其他與

同妻相關的社會實踐中也普遍存在。例如 Cheng（2016）指出，由小德蘭創辦的

同妻互援工作室在提倡同性婚姻的同時，也否定了所有「同直婚姻」的價值，因

為它認為所有的「同直婚姻」都是違反道德的。這意味著它在促進同性戀者平等

的同時，也無意識地反對了那些與男同性戀者相愛的女性的平等，並竭力試圖阻

止他們的婚姻。這與同妻吧內的討論頗為相似，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不同的

「同直婚姻」內部的具體性，沒有意識到「同直婚姻」對異性戀女性造成傷害的

實質是其中部分男同性戀者的欺騙、背叛與冒犯，而非這一婚姻形式本身。因此，

在基於雙方知情同意的自願前提下，合作性質的「同直婚姻」的價值似乎有待進

一步探討。

六、總結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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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同妻虛擬社區的考察可以發現，選擇進入異性婚姻的男同性戀群體與

由之產生同妻群體在身份上都具有相當的矛盾性。與異性戀女性結婚的男同性戀

一方面受到異性戀霸權的壓迫，但另一方面又將壓迫施加於異性戀女性身上；而

大多數同妻既是異性戀霸權下男同性戀騙婚行為的受害者，但是無形中又內化了

對異性戀唯一合法地位的強調，轉而對社會中的同性戀與雙性戀群體施加污名。

由於個體經驗的差異，同妻群體內部亦存在不同的觀點與聲音，這也使得對同妻

這一議題的探討變得更加複雜。

總體而言，儘管同妻群體藉助新媒體增強了自身的話語權，但必須承認的是，

從現實情況來看，虛擬社區對於同妻的實際幫助在或許是存在局限的，例如同妻

的虛擬社區中目前缺乏專業的心理健康引導（Wang et al., 2020），線下也暫時並

未發展出相對成熟與完善的同妻互助組織。由於先前的部分同妻互助組織在聲援

同妻的同時也涉及到對同性戀群體現狀、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敏感議題的探討與發

聲，因此亦會遭到官方的打壓與部分民眾的反對。筆者發現，上文所提到的同妻

互援工作室的微博賬號就已經遭到封禁，諸多類似組織的賬號也都多年未曾更新，

目前是否仍然存在亦不得而知。正如貼吧內網友所言：「現在的同妻聯盟勢力太

弱小了，應該有個很完善的互助組織」。而同妻群體如何藉助虛擬社區的力量發

展出更為廣泛的線下聯盟，或許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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